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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钟祖昌　 　 张燕玲　 　 孟凡超

摘要： 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并形成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和服务网

络是一国巩固和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重要手段。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全球 ５５ 个国家之间的双边投资数据， 实证检验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对其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参与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２００３ 年以来， 全球对外

直接投资网络结构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但这种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存在一定

的自稳定性； 网络中心性和联系强度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网络异质性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和参与度负相关； 一国 ＦＤＩ 网络和 ＯＦＤＩ
网络具有明显的互动效应， 这种互动效应能有效提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

地位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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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 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形成全球

性的生产网络是巩固和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重要手段。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

中国家一直依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的位置， 部分国家陷入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 但随着新

兴经济体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一个国家想要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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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形成网络化的全球生产布局， 并与全球贸易网络、 服务网络

和专利网络协同发展是一国由低层次被动参与全球价值链向构建以自我为主导的区

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转变的重要途径。 因此，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构建全球性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对于其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的位置都至关重要。 那么， 一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构建能否巩固或提升其

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位置和参与度？ 一国 ＦＤＩ 网络和 ＯＦＤＩ 网络是否存在互动关

系？ 这种互动关系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有何影响？ 回答上述问题具有较大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 在对外

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方面， 刘斌等 （２０１５） ［１］指出， 对外直接投

资能够显著推动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提升， 促进企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

级。 卢进勇等 （２０１６） ［２］运用行业上游度和价值链长度测算指标分析了中国 ３５ 个

行业的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 提出跨国公司助推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性。 李超

和张诚 （２０１７） ［３］研究表明， ２００８ 年以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全

球价值链升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改善了高科技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

的地位。 杨连星和罗玉辉 （２０１７） ［４］ 研究结果表明，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全

球价值链升级产生显著的正效应。 李俊久和蔡琬琳 （２０１８） ［５］以 ２６ 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为分析对象， 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 发

现对外直接投资在推动一国全球价值链升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王杰等 （２０１９） ［６］

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 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工艺升级、 产品升

级、 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具有积极的正效应。
在影响机制方面，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产业链关联、 逆向技术溢出、 市场内

部化效应等三种途径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 现有文献大部分侧重于

ＯＦＤＩ 的逆向技术溢出渠道的探讨。 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升

级的重要途径， 同时这样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 （Ｂｒａｃｈ 和

Ｋａｐｐｅｌ， ２００９） ［７］。 Ｈａｒｈｏｆｆ 和 Ｍｕｌｌｅｒ （２０１４） ［８］ 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德国企业对美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发现不同类型企业的逆向技术溢

出存在显著差异， 那些拥有更多美国本土研发人员的德国企业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

效应则更明显。 在国内研究方面， 蒋冠宏和蒋殿春 （２０１４） ［９］发现技术寻求型对外

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显著， 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效应较为有限。 孙天阳等 （２０１６） ［１０］利用双边出口增加值核算方法， 结合社会网络

分析技术分析了网络可加性、 网络间相关性和网络拓扑结构等特征。 何敏和冯兴艳

（２０１７） ［１１］从区域生产网络角度出发， 对中间产品贸易指标进行测度， 发现 “三角

贸易模式” 的格局依然存在。 杜龙政等 （２０１８） ［１２］ 通过构建省际面板门槛模型，
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及其对省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发现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在我国存在显著的创新能力 “双门槛” 效应。

与已有的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本文运用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效应；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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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双向直接投资视角将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网络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下， 探讨一国 ＦＤＩ
网络和 ＯＦＤＩ 网络的互动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 对于目前我国大力推

进的 “一带一路” 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特征是基于其产业比较优势、 规模经济、 技术优势等

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结果， 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网络与贸易网络、 服务网络和专

利网络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 常见的网络特征包括网络中心

性、 网络联系强度以及网络异质性， 本文将从这三个维度来刻画一国对外直接投资

网络的特征及其演进规律， 探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特征对其价值链分工地位

和参与度的影响， 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假设。
（一） 对外直接投资网络中心性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提升

网络中心性是一种重要的网络连接变量， 反映了网络主体在网络中枢纽地位和

对资源获取与控制的程度 （Ｂｕｒｔ， １９９２） ［１３］。 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而言， 网络

中心性越高， 表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数量越多， 其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

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越强。 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其本身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通过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合作伙伴， 有利于稳

定以自身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网络， 进而会巩固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

位。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是其主要任务， 通过建立对外

直接投资网络可以延伸本国的产业链， 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推动本国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进而推动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和参与度的提高。 据

此， 本文提出假设一。
假设一：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中心性越大， 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参与

度越高。
（二） 对外直接投资网络联系强度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提升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 网络联系强度指的是节点间在时间长度、 情感强度以及亲

密性等一系列代表互惠活动的总和， 反映节点之间关系的强弱 （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１９７３） ［１４］。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联系强度较高意味着该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

网络中的投资额比重较大， 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投资辐射效应较强。 一国对

外直接投资网络联系强度主要通过边际产业转移、 逆向技术溢出、 市场化内部效应

等三个方面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 一是边际产业转移效应。 日本学者 Ｋｏｊｉｍａ
（１９７８） ［１５］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推动产业升级的意义。
边际产业转移实质是一个全球资源重新优化组合的过程， 将本国产业链延伸到其他

国家， 并形成全球价值链网络， 最终实现产业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二是逆向技

术溢出效应。 较强的投资联系强度意味着更深入的技术交流、 更频繁的贸易往来，
这也有利于一国与其他东道国建立信任关系， 增强逆向技术外溢效应， 进而有助于

该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邵汉华等， ２０１９） ［１６］。 三是市场内部化效应。 对

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内部化降低企业交易费用， 提高企业生产率， 促进企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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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级。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二。
假设二：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联系强度越大， 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参

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
（三） 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异质性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提升

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来说， 网络异质性从侧面反映了一国进行对外直接投

资时的地理集中程度。 一方面，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分散化、 多元化， 越有利于分

散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减少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国家的依赖， 有利于该国经济的

健康稳定发展 （刘景卿等， ２０１９） ［１７］。 而一国全球生产网络越稳定， 越有助于其全

球价值链升级优势的发挥， 进而对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产生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异质性越高， 该国可以获得多样化的技术、 人

力资本、 自然资源、 品牌等生产运营和创新要素， 通过整合这些异质性的资源要

素， 有利于提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据此， 本文

提出假设三。
假设三：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异质性越高， 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就越高。
（四） ＦＤＩ 网络与 ＯＦＤＩ 网络互动关系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深入融合的大背景下， 大部分国家兼具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的双重身

份， 双向 ＦＤＩ 的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提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者关系

上的相互促进。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９８１） ［１８］ 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较早地揭示了 ＦＤＩ 与

ＯＦＤＩ 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 由于跨国公司掌握了前沿科技， 在全球价值链中占

据高端环节， 其所进行的 ＦＤＩ 往往会对东道国形成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 （王滨，
２０１０） ［１９］ 。 同时， 随着 ＦＤＩ 规模的扩大， 东道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及对国

际规则、 国际市场的了解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这些都有助于东道国企业进行

ＯＦＤＩ。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四。
假设四： 一国 ＦＤＩ 网络和 ＯＦＤＩ 网络存在相互促进关系， 互动效应越明显， 其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

二、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演进特征分析

（一）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整体特征及其演化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网络密度是衡量整个网络中各个主体关联关系疏密程度

的核心指标， 网络密度越大， 表明网络中主体之间的关联关系越密切。 本文采用网

络密度指标来测量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整体关系特征及动态变化趋势。 由于本

文侧重于研究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 所以全球对外直

接投资网络是有向网络。 假设 Ｄｎ 表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密度； Ｌ 表示全球对

外直接投资网中存在的实际关系数目或关系量； Ｎ 表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中国家

和地区数量；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中可能存在的空间关联关系的最大值即为 Ｎ（Ｎ－
１）， 则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密度的计算公式为： Ｄｎ ＝ Ｌ ／ ［Ｎ（Ｎ － １）］ 。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共 ９ 年的 ５５ 个国家之间双向 ＯＦＤＩ 流量的数据， 以此构建全球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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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网络。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对比性， 本文所分析的国家样本只包含了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贸易增加值数据库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中 ５５ 个国家①， 样本基本

涵盖了 ＯＥＣＤ、 Ｇ２０、 新兴经济体及部分发展中国家， 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如表 １ 所示，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网络密度总体上呈现

逐年上升的态势， 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０ ３２９３ 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３７５１， 但年份之间有一

些波动；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网络密度在 ２００７ 年达到最高值后在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下降， ２０１０ 年出现小幅回升。 这总体上反映了全球主要国家之间投资

联系越来越密切， 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影响， 全球对外直接投

资网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２００８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约 ２１％， 由 ２００７ 年

的 １ ８３ 万亿美元减至 １ ４５ 万亿美元， 而 ２００９ 年全球 ＦＤＩ 继续下降， 其中 ２００９ 年

跨国收购同比减少了 ６６％。 ２０１０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 （ＦＤＩ） 有所回升， 但远低于

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表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密度表

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密度 ０ ３２９３ ０ ３４２１ ０ ３６２３ ０ ３７６１ ０ ３９５３ ０ ３８１８ ０ ３５８６ ０ ３７８５ ０ ３７５１

标准差 ０ ４７ ０ ４７４４ ０ ４８０７ ０ ４８４４ ０ ４８８９ ０ ４８５８ ０ ４７９６ ０ ４８５０ ０ ４８４１

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对外直接网络的结构变迁情况，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中的二次指派程序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ＱＡＰ） 方法来对不同年份全

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进行相似性检验。 表 ２ 给出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不同年份之间全

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 ＱＡＰ 分析结果。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

整体结构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但这种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作为全球经济运行的主要系统之一，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系统具有一定的自稳

定性。 以 ２００３ 年为例， ２００３ 年与 ２００５ 年全球投资网络的相关性为 ０ ５３５， 而

２００３ 年与 ２０１１ 年全球投资网络的相关性为 ０ ４１２。 这说明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的近

１０ 年间，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结构发生了一些的变化。 另一方面， 对任何两

个时期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而言， 时间相隔越远， 其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

的相关系数越小， 且有递减的趋势， 这表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结构变迁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自稳定性特征对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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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荷兰、 丹麦、 挪威、 瑞典、 卢

森堡、 意大利、 新西兰、 以色列、 西班牙、 巴西、 阿根廷、 墨西哥、 土耳其、 泰国、 印度、 菲律宾、 南非、
哥伦比亚、 尼日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柬埔寨、 中国、 哥斯达黎加、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

克、 爱沙尼亚、 芬兰、 冰岛、 匈牙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马来西亚、 摩洛哥、 秘鲁、 罗马尼亚、 沙特、 斯

洛伐克、 突尼斯、 瑞士、 波兰、 希腊、 爱尔兰、 葡萄牙。



表 ２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 ＱＡＰ结果

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３ １ ０００ ０ ５３５ ０ ４８６ ０ ４４９ ０ ４１２
２００５ ０ ５３５ １ ０００ ０ ５７４ ０ ４６９ ０ ４４０
２００７ ０ ４８６ ０ ５７４ １ ０００ ０ ５０８ ０ ４６６
２００９ ０ ４４９ ０ ４６９ ０ ５０８ １ ０００ ０ ４６５
２０１１ ０ ４１２ ０ ４４０ ０ ４６６ ０ ４６５ １ ０００

注： 以上相关系数均通过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二）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特征刻画

１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测量指标

①本文采用网络中心性、 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这三个指标来反映一国对

外直接投资网络特征。 具体测量指标如下：
网络中心性。 网络中心性衡量网络节点在网络中直接或间接联系的量以及影响

地位， 是一种重要的网络结构变量。 网络中心性越高， 一国在对外投资网络中的地位

也越高。 借鉴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１９７９） ［２０］的方法， 本文采用点度数来反映国家个体在全球对

外直接投资网络中的中心性。 点度数包括绝对点度数和相对点度数， 当对外投资规模

不同时， 不同网络的绝对点度数并不具有可比性。 为消除网络规模变化的影响， 本文

采用相对点度数来刻画一国全球对外投资网络的中心性。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ｄｅｇｏｕｔｉ ＝ ∑
ｊ
ａｉｊ ／ （Ｎ － １） （１）

　 　 其中， ａｉｊ 是虚拟变量， 用来表征国家 ｉ 对国家 ｊ 的直接投资情况。 如果国家 ｉ 对
国家 ｊ 存在正的直接投资， 则 ａｉｊ ＝ １； 如果国家 ｉ 对国家 ｊ 没有直接投资或直接投资

流量为负数， 则 ａｉｊ ＝ ０。 Ｎ 表示网络中的国家总数量。
②网络联系强度。 网络联系强度是从深度反映一国对外投资网络特征， 衡量各

国与全球投资网络的联系紧密度和关系强弱度。 网络联系强度考虑了该节点与近邻

之间的权重， 是一国在全球投资网络中对其他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度。 本部

分采用点强度进行衡量， 计算公式如下：

ｓｔｒｏｕｔｉ ＝ ∑
ｊ
ｗ ｉｊ （２）

　 　 其中， ｗ ｉｊ 表示国家 ｉ 对国家 ｊ 的对外直接投资额， 单位为 １０ 亿美元。 由于对外

直接投资网络是有向网络， 该网络联系强度矩阵是一个非对称矩阵。
③网络异质性。 网络异质性是指网络中是否有结构洞或弱联系的存在 （Ｂｕｒｔ，

１９９２）。 本部分采用节点的差异性来测量， 刻画了与节点 ｉ 相连的边上权重分布的

离散程度， 反映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还是分散于更多国家。 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

ｄｉｓｏｕｔｉ ＝
（Ｎ － １）∑

ｊ
（
ｗ ｉｊ

ｓｉ
）

２

－ １

Ｎ － ２
（３）

　 　 其中， ｓｉ 是指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联系强度。 如果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越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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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 则 ｄｉｓｏｕｔ 的值接近于 “１”。 因此， 该指标越大， 表示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越集中。
２．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测量结果

根据式 （１）、 式 （２） 和式 （３）， 分别计算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中心性、
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三个指标， 表 ３ 报告了代表性年份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

主要指标的排名 （前十） 情况。 从网络中心性情况来看， 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进入排名

前十的国家基本变化不大， 其中美国排名长期位于世界第一， 法国、 德国、 英国、 荷

兰大部分年份都位于前五名。 从网络强度的排名来看， 其情况与网络中心性排名较为

相似， 美国、 荷兰、 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全球投资市场中最重要的 ＦＤＩ
流出国，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构建增强和巩固了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从对外投资直接投资网络的异质性排名情况来看， 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数额较大且较为分散， 这大大降低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表 ３　 代表性年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表现前 １０ 位的国家

网络中心性排名

年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２００３ 美国 荷兰 法国 德国 英国 日本 瑞士 加拿大 意大利 卢森堡

２００７ 美国 法国 英国 卢森堡 荷兰 德国 意大利 瑞典 瑞士 丹麦

２０１１ 美国 德国 瑞士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荷兰 英国 丹麦 加拿大

网络强度排名

年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２００３ 荷兰 卢森堡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比利时 日本 加拿大 瑞士

２００７ 美国 英国 荷兰 法国 西班牙 卢森堡 德国 意大利 比利时 加拿大

２０１１ 美国 荷兰 英国 卢森堡 比利时 法国 德国 日本 瑞士 加拿大

网络异质性排名

年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２００３ 美国 荷兰 英国 芬兰 奥地利 西班牙 丹麦 挪威 瑞典 法国

２００７ 荷兰 美国 卢森堡 爱尔兰 葡萄牙 法国 波兰 挪威 罗马尼亚 以色列

２０１１ 德国 塞浦路斯 奥地利 西班牙 日本 法国 匈牙利 新加坡 瑞典 丹麦

三、 模型设定、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设， 参考相关文献，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ＧＶＣ 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ｅｇｏｕｔｉｔ ＋ β２ｓｔｒｏｕｔｉｔ ＋ β３ｄｉｓｏｕｔｉｔ ＋ ∑
ｊ
β ｊＸ ｉｊｔ ＋ εｉｔ （４）

　 　 其中， ＧＶＣ 既可以表示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指数 （ＧＶ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也可以表示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 （ＧＶ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 代表国家， ｔ 代表

时间， ｄｅｇｏｕｔ、 ｓｔｒｏｕｔ 和 ｄｉｓｏｕｔ 为本文测量的各国对外投资网络的网络中心性、 网络

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指标， Ｘ 为控制变量集合。 下面主要对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

量进行定义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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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定义

１． 被解释变量

目前， 大部分研究都基于贸易增加值角度来测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

置。 参考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２１］、 ２０１４［２２］） 国际分工地位指标， 本文构建了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 （ＧＶ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ＧＶ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两个指标，
全面和真实刻画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和参与度。 具体指标公式如下：

ＧＶ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ｌｎ （１ ＋
ＩＶｉｔ

Ｅ ｉｔ
） － ｌｎ（１ ＋

ＦＶｉｔ

Ｅ ｉｔ
）

æ

è
ç

ö

ø
÷ （５）

ＧＶ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
ＩＶｉｔ

Ｅ ｉｔ

＋
ＦＶｉｔ

Ｅ ｉｔ
（６）

　 　 其中， ＩＶ 代表 ｉ 国 ｔ 时期间接增加值出口额， 即 ｉ 国 ｔ 时期出口的中间投入品

被进口国加工后出口至第三国的国内增加值， 反映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扮演的

“中间人” 角色； ＦＶ 代表 ｉ 国 ｔ 时期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 Ｅ 代表 ｉ 国 ｔ 时期

以增加值计算的总出口额。 ＧＶ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指数越高， 表明一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

多的中间产品， 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所扮演纽带作用越强， 对全球价值链

分工网络的贡献越大。 ＧＶ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指数越高。 表明一国能更好更深入地嵌入

全球价值链， 该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密切， 也更有可能通过对外开放获取高

质量的资源、 技术和人才要素， 进而推动一国经济的增长。
２． 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研发投入强度、 教育投入强度、 人力资本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这 ４ 个

变量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模型的控制变量， 选择研发投入强度、 人力资本

水平、 对外开放度、 自然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水平这 ５ 个变量作为全球价值链参与

度模型的控制变量。 具体指标说明如下：
①研发投入强度 （ ｒｎｄ）： 一国研发投入越高， 其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也越高，

越有利于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这里采用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研发

投入水平， 预期指标为正。
②人力资本水平 （ｈｃ）： 一国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其技术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

越强， 有助于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 本文选取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衡量

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预期指标为正。
③经济发展水平 （ ｒｇｄｐ）： 一般来说， 人均 ＧＤＰ 越高的国家， 其掌握的高端生

产要素也越多， 越有利于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越

高。 本文用现价美元来衡量一国的人均 ＧＤＰ， 单位为千美元。 预期指标为正。
④教育投入水平 （ ｅｄｕ）： 教育投入是提高一国人力资本水平、 技术吸收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一国教育投入越高， 越有利于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提升该

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本文用教育投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的教育

投入水平。 预期指标为正。
⑤贸易开放度 （ｏｐｅｎ）： 贸易开放度会通过出口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 学习效

应和资源效率配置效应等方面提升一国的创新能力， 提升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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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本文采用进出口贸易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的

贸易开放度。 预期指标为正。
⑥自然资源禀赋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一国资源越丰富， 越有利于其参与全球价值链，

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越高， 本文采用东道国燃料和矿产品出口占商品总出

口的比重来表示。
３．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从时间范围选择来看， 国家间的双向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 该数据范围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但 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２ 年有较多国

家的双向直接投资数据缺失， 本文予以剔除。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计算的相关指

标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 虽然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ＴＩＶＡ 数据库公布了新基于贸

易增加值的相关出口指标， 但时间范围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 因此本文仍然采用 ＴＩＶＡ 数

据库 ２０１６ 年公布的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的数据来计算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 因此， 考虑

到数据完整性、 连续性和可获得性， 本文的研究的时间范围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共计 ９
年。 从国别来看， ２０１６ 年公布的 ＴＩＶＡ 数据库只提供了 ６３ 个国家的基于贸易增加值

的出口相关指标， 由于部分国家数据缺失， 最后选取 ５５ 个国家作为样本。 这些样本

国家间的双向 ＦＤＩ 投资占全球世界 ＯＦＤＩ 流量的 ８０％以上， 因此， 样本具有一定代表

性。 控制变量各年份的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四、 实证分析

（一）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 ４ 提供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来看， 均值

为－０ ００５５， 中位数为 ０ ００１１， 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较大， 这表明在样本国家间，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差异较大； 网络联系强度的均值为 １７７ １ 亿美元， 中位数为

１５ ６ 亿美元， 这说明有近一半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数量低于 ２０ 个， 有相当

一部分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低于 ２０ 亿美元， 全球 ＦＤＩ 的来源国仍集中在少数的

表 ４　 变量描述性统计

解释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ＧＶ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１１ ０ ２７５２ －０ ３７３１ ０ １２７７ －０ ３２０８ ３ ３７０１
ＧＶ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０ ５６６４ ０ ５７６９ ０ ６９８６ ０ ３６４０ ０ ０７２３ －０ ４５７７ ２ ８３９２

ｄｅｇｏｕｔ ０ ３７８２ ０ ３３３３ ０ ８７０４ ０ ０３７０ ０ ２１１２ ０ ３５６２ １ ８６３７
ｓｔｒｏｕｔ １７ ７１ １ ５６ ２３７ ７２ －３０ ４９ ３７ １３ ３ １７ １４ ５５
ｄｉｓｏｕｔ ０ ２６４ ０ ２２４ ０ ８９６ ０ ０６７ ０ １５７ １ ３５８ ４ ７４２
ｒｎｄ １ ４４ １ １５ ４ ４３ ０ １１ １ ０１ ０ ８５ ２ ７７
ｒｇｄｐ ２９ ３４ ２２ ０５８ １１１ ９６８ １ １５７ ２４ ２９７ １ １６ ４ １２
ｈｃ ５８ ８３ ６１ ０７ １０７ ０２ １０ ３３ ２０ ５１ －０ ３４ ２ ６５
ｅｄｕ １３ ２４ １２ ６５ ２５ ９０ ７ ３２ ３ ４８ ０ ８０ ３ ４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４ ５４ ３ １５ ４２ ００ ０ ３９ ５ ５２ ４ １３ ２３ ５６
ｏｐｅｎ ７４ ２１ ６３ ３２ １８５ ８１ １７ ２０ ３８ ５５ ０ ８５ ３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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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 表 ５ 提供了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并计算了相应的方差膨胀因子。 除了

对各国外直接投资的网络中心指标与人均 ＧＤＰ 的相关系数较大， 其他各变量间的

相关系数均小于 ０ ７ 的临界水平， 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全球

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标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中心性和异质性指标的相关关系较

为显著， 初步印证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积极影响。

表 ５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解释变量 ＧＶ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ｇｏｕｔ ｓｔｒｏｕｔ ｄｉｓｏｕｔ ｒｎｄｄ ｒｇｄｐ ｈｃ ｅｄｕ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ｐｅｎ

ＧＶ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　 ０ １１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９０∗ ０ １０４∗ －０ ０７２　 ０ １５９∗∗ ０ ０９ －０ ６１９∗∗ ０ ２９２∗∗

ｄｅｇｏｕｔ ０ １１３∗ １ ０ ６６１∗∗ －０ ５９５∗∗ ０ ６１０∗∗ ０ ７０５∗∗ ０ ２７４∗∗ －０ ２２９∗∗ －０ ０８４ －０ ２００∗∗

ｓｔｒｏｕｔ ０ ０６８ ０ ６６１∗∗ １ －０ ２９６∗∗ ０ ３０６∗∗ ０ ４６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２ －０ １０９∗

ｄｉｓｏｕｔ －０ ０９０∗ －０ ５９５∗∗ －０ ２９６∗∗ １ －０ ３００∗∗ －０ ４０７∗∗ －０ ２８６∗∗ ０ １６０∗∗ ０ ００７ ０ １６９∗∗

ｒｎｄ ０ １０４∗ ０ ６１０∗∗ ０ ３０６∗∗ －０ ３００∗∗ １ ０ ６０４∗∗ ０ ４３０∗∗ －０ ３５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ｒｇｄｐ －０ ０７２ ０ ７０５∗∗ ０ ４６８∗∗ －０ ４０７∗∗ ０ ６０４∗∗ １ ０ ２９９∗∗ －０ ２７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１

ｈｃ ０ １５９∗∗ ０ ２７４∗∗ ０ ０２７ －０ ２８６∗∗ ０ ４３０∗∗ ０ ２９９∗∗ １ －０ ０８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８

ｅｄｕ ０ ０９ －０ ２２９∗∗ －０ ０５３ ０ １６０∗∗ －０ ３５０∗∗ －０ ２７９∗∗ －０ ０８８ 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５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０ ６１９∗∗－０ ０８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３ １ －０ ２１５∗∗

ｏｐｅｎ ０ ２９２∗∗－０ ２００∗∗ －０ １０９∗ ０ １６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５ －０ ２１５∗∗ １

ＶＩＦ ４ ３５１ ２ ０６２ １ ５１ ２ １９５ ２ ２６９ １ ２１９ １ ２７５ １ １７４ １ ２６９

注： ∗∗和∗分别表示在 １％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二） 回归结果分析

１． 基准回归

表 ６ 给出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特征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及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影响效应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第 （１） 列至第 （４） 列是全球价值链分工

位置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模型第 （５） 列至第 （８） 列是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第 （１） 列和第 （４） 列的回归结果来

看，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中心性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有显著的正效应， 说

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中心性每提高 １ 个单位，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数量增加

１ 倍， 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指数也相应提高 ０ ２０２５。 从第 （２） 列的回归

结果来看， 随着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增长， 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也会

不断提高。 在本文所分析的全球投资网络内， 一国对网络内其他所有国家的对外直

接投资流量增加 １０ 亿美元， 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指数会相应提高

０ ０００２５。 从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异

质性指标下降 ０ １ 个单位， 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就会上升 ０ ００４８７， 符合

理论预期。 这说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越分散， 其对某一特定国家的生产链依赖

程度越低， 投资风险也越小， 从长远来看， 越有利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位置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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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常数项
－０ １４∗∗∗ 　 －０ ０７３６∗∗∗ －０ ０７１２∗∗∗ －０ １２６１∗∗∗ ０ ４３１２∗∗∗ ０ ４６８４∗∗∗ ０ ４７６８∗∗∗ ０ ４１９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２３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７１）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４５）

ｄｅｇｏｕｔ
０ ２０２５∗∗∗ ０ １９７２∗∗∗ ０ １３３６∗∗∗ ０ １７８８∗∗∗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１１９）

ｓｔｒｏｕｔ
０ ０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５）

ｄｉｓｏｕｔ
－０ ０７０２∗∗∗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２３９）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８９）

ｒｎｄ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１６８）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２６） （０ ００１８）

ｒｇｄｐ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０９）

ｈｃ
０ ０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６）

ｅｄｕ
０ ００３６９∗∗∗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１１）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０ ００２６７∗∗∗ ０ ００１７５∗∗∗ ０ ００１９５∗∗∗ ０ ００２９５∗∗∗

（０ ０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２３）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１２１∗∗∗ ０ ００１１２∗∗∗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２７∗∗∗

（０ ０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３６）
Ｒ２ ０ ３３２ ０ １７１ ０ １４９ ０ ４１ ０ ６０６ ０ ６２３３ ０ ５９２６ ０ ６１３
Ｆ ３２ ３２∗∗∗ １４ ００２∗∗∗ １２ ０５∗∗∗ ３１ ９８∗∗∗ １０３ ８∗∗∗ １１６ ６１∗∗∗ ９８ ２２∗∗∗ ８０ ４∗∗∗

Ｎ ３１６ ３１６ ３１６ ３１６ ４０２ ４０２ ４０２ ４０２

注：∗∗∗、∗∗和∗分别代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相应系数的标准差。

从第 （５） 列和第 （８）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中心

性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均有显著的正效应， 系数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 与预期假设相符。 这说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中心性提高 １ 个单位，
即在本文所分析的全球对外投资网络内，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数量增加 １ 倍， 该

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应提高 ０ １３３６。 从第 （６） 列和第 （８） 列的回归结

果来看，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联系强度的系数均为负， 不符合预期假设。 原因

在于： 部分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仍然较小， 一般来说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只

有形成足够的网络化和规模化的优势， 其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正效应才能显现

出来。 从第 （７） 列和第 （８）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网络异质性指标在第 （８）
列的系数为负， 但不显著， 第 （７） 列网络异质性指标系数为负， 表明一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网络异质性指标下降 ０ １ 个单位， 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就会上升

０ ００２９６， 符合理论预期。 这说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越分散， 其对某一特定

国家的生产链依赖程度越低， 投资风险也越小， 从长期来看， 越有利于该国参与

全球价值链。 因此， 从总体上来看，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构建有利于一国更

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并能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

３０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全球价值链



　 　 控制变量方面，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模型中， 研发投入强度、 教育投入

强度和人力资本水平这三个指标均为正且都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

一国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强度、 教育投入强度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提高其在全球

价值链的分工位置， 这一结论与大部分学者的结论相一致。 而经济发展水平系数均

为负， 与预期假设不一致。 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模型中， 研发投入强度、 资源禀

赋、 贸易开放度、 人力资本水平这四个指标均系数为正且都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 这说明一国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强度、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可

以促进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 经济发展水平系数均负且在部分模型中不显著， 与

预期假设不一致。
２． 一国 ＦＤＩ 网络与 ＯＦＤＩ 网络的互动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

现有研究大部分将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影响独立开来

进行分析， 较少将两者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中， 尤其是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为了

考察 ＦＤＩ 网络和 ＯＦＤＩ 网络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参与度的影

响， 本文在基础模型中引入 ＯＦＤＩ 网络中心性、 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指标与

ＦＤＩ 网络中心性 （ｄｅｇｉｎ）、 网络联系强度 （ ｓｔｒｉｎ） 和网络异质性 （ｄｉｓｉｎ） 指标的交

叉项 （ｄｅｇｏｕｔ×ｄｅｇｉｎ， ｓｔｒｏｕｔ×ｓｔｒｉｎ， ｄｉｓｏｕｔ×ｄｉｓｉｎ）， 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从第 （１）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ＯＦＤＩ 网络中心性指标及其与 ＦＤＩ 网络中心性指标交叉项的系

数均为正且通过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 ＦＤＩ 网络和 ＯＦＤＩ 网络存在相互促

进的作用， 且这种促进作用增强了 ＯＦＤＩ 网络中心性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提

升的影响， 符合理论预期。 从第 （３）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ＯＦＤＩ 网络异质性系数

为负且通过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ＯＦＤＩ 网络异质性和 ＦＤＩ 网络异质性的交叉项系

数为正且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表明一国 ＦＤＩ 投资越分散越有利于一

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和 ＦＤＩ 两者存在良好的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关系推动

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 从第 （２）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ＯＦＤＩ 网络联

系强度和 ＦＤＩ 网络联系强度的交叉项系数不显著且系数为负， 与预期不符。 从第

（４） 列至第 （６）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ＯＦＤＩ 网络联系强度和 ＦＤＩ 网络联系强度的

交叉项系数不显著且系数为负， 不符合预期。 而 ＯＦＤＩ 网络异质性和 ＦＤＩ 网络异

质性交叉项、 ＯＦＤＩ 网络中心性和 ＦＤＩ 网络中心性交叉项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一国 ＦＤＩ 来源国越多、 投资金额越分散， 其越能

够利用不同国家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并转化为自身的竞争优势来推动一国对外

直接投资的多元化， 进而促进一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 从控制变量来看方

面，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模型中， 研发投入强度、 教育投入强度和人力资

本水平这三个指标均为正且都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经济发展水平系数

均负， 与预期假设不一致， 这一结果与基础回归模型一致。 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模型中， 研发投入强度、 自然资源禀赋、 贸易开放度这三个指标均系数为正且都

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与基本回归模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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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一国 ＦＤＩ网络与 ＯＦＤＩ网络的互动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

解释变量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常数项
－０ ０９５９∗∗∗ －０ ０７２１∗∗∗ －０ ０４７２∗ ０ ４３７７∗∗∗ ０ ４５５２∗∗∗ ０ ５１７５∗∗∗

（０ ０２４８）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２７８）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１８６） （０ ００５２）

ｄｅｇｏｕｔ ０ １５９２∗∗∗ －０ ０５２７∗∗
（０ ０３３７） （０ ０２２１）

ｄｅｇｉｎ
－０ １２６７∗∗∗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２１５）

ｄｅｇｏｕｔ×ｄｅｇｉｎ ０ １５５５∗∗∗ ０ ３１７５∗∗∗

（０ ０４７８） （０ ０４１７）

ｓｔｒｏｕｔ ０ ０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０４４）

ｔｒｉｎ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０１９）

ｓｔｒｏｕｔ×ｓｔｒｉｎ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０１２）

ｄｉｓｏｕｔ
－０ １１０６∗∗∗ －０ １０２７∗∗∗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１６１）

ｄｉｓｉｎ
－０ ０７０６∗ －０ １７０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９７）

ｄｉｓｏｕｔ×ｄｉｓｉｎ ０ ２４０３∗ ０ ３２２７∗∗∗

（０ １３１２） （０ ０８３２）

ｒｎｄ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１７３） （０ ００１６８） （０ ００１５）

ｒｇｄｐ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２０２） （０ ０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３）

ｈｃ ０ ０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００３６）

ｅｄｕ ０ ００３９８∗∗∗ ０ ００１９５∗∗ ０ ００２６４∗∗

（０ ０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１０７）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０ ００２５９∗∗∗ ０ ００１６１∗∗∗ ０ ００１９３∗∗∗

（０ ０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０８７）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００３３）
Ｒ２ ０ ３５７ ０ ２２１ ０ ０９９ ０ ４６７ ０ ６９１８ ０ ６２９１
Ｆ ２５ ９８∗∗∗ １３ ７６∗∗∗ ５ ８９８∗∗∗ ４４ ９３∗∗∗ １１３ ５２∗∗∗ ８４ ９９∗∗∗

Ｎ ３１６ ３１６ ３１３ ４０２ ４０２ ３９７

注：∗∗∗、∗∗和∗分别代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相应系数的标准差。

３． 稳健性回归

为了考察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通过变换对外直接投资指标来进行稳健

性分析，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流量和存量两种指标。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在稳健

性分析中， 本文采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 ４８ 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指标来计算一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中心性、 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等指标， 具体回归结果如

表 ８ 所示。 从第 （１） 列至第 （４）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除了网络中心性指标， 网

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指标的系数均符合预期且都通过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网络中心性指标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 这说明一国对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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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对象国越多， 投资存量越大， 投资存量越分散在不同的国家， 则越有利该国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 从第 （５） 列至第 （８）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除了

网络联系强度指标， 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异质性指标系数均符合预期且也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表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正的国家越多， 投资金额

越分散， 则越有利于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也越高。 稳健性回

归的结果与基础回归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 总体来看，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

稳健性。

表 ８　 稳健性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常数项
－０ ０８８５∗∗∗ －０ ０８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１５∗∗∗ ０ ４５２４∗∗∗ ０ ４７６２∗∗∗ ０ ５１６７∗∗∗ ０ ４４７９∗∗∗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０７９）

ｄｅｇｏｕｔ
０ ０１９７∗ －０ ０７６１∗∗∗ ０ １０７８∗∗∗ ０ １９３７∗∗∗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１４６）

ｓｔｒｏｕｔ
０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００９）

ｄｅｇｏｕｔ
－０ １２０７∗∗∗ －０ １３５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０８９）

ｒｎｄ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２０１∗∗∗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０７６） （０ ０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９）

ｒｇｄｐ
０ ０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１２）

ｈｃ
０ ０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０９６）

ｅｄｕ
０ ００４２６∗∗∗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０５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２３７∗∗∗ ０ ００２３５∗∗∗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０３８）

ｏｐｅｎ
０ ０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２７）
Ｒ２ ０ ２７１２ ０ ２２０２ ０ ３３３５ ０ ２８５８ ０ ５０５９ ０ ４８６９ ０ ４０８９ ０ ５７ ５９
Ｆ ２７ １６∗∗∗ １６ ３∗∗∗ ２８ １３∗∗∗ １６ ４９∗∗∗ ５５ ６１∗∗∗ ５１ ６６∗∗∗ ３７ ８９∗∗∗ ５５ ３３∗∗∗

Ｎ ２７２ ２７２ ２７２ ２７２ ３２１ ３２１ ３２１ ３２１

注：∗∗∗、∗∗和∗分别代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相应系数的标准差。

五、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全球 ５５ 个国家之间的双边投资数据， 运用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探讨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网络格局， 从网络中心性、 网络联系强度和

网络异质性三个维度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特征进行了刻画， 在此基础上实证检

验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特征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

响。 研究结果显示： （１） ２００３ 年以来，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演进出现了一定

的结构性变化， 但这种演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存在一定的自稳定性； （２）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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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性、 网络联系强度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网络异质性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指数负相关， 这说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象越多、 投资金额越分散在不

同的国家， 其对某一特定国家的生产链依赖程度越低， 投资风险也越小， 从长期来

看， 越有利于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提升； （３） ＦＤＩ 网络和

ＯＦＤＩ 网络具有明显的互动效应， 这种互动效应能有效提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分工地位和参与度。
本文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升级领域的研究成果， 为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

更有针对性地实施 “走出去” 战略和全球价值链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
要避免将对外投资过度集中在某一个或有限的几个国家， 结合本国及东道国的比较

优势， 围绕产业链和创新链来布局对外直接投资、 选择投资合作伙伴并形成网络

化、 规模化优势， 推动一国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构建。 其次，
要关注国际前沿技术发展以及产业变革趋势， 对将要投资的东道国市场的技术、 人

力资源、 专利状况、 自然资源禀赋等状况进行一个较为详尽的调查、 分析和预测，
降低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最后， 在积极推动企业 “走出去” 的同时要大

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从政策层面统筹协调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之间的关系， 制定有利于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良好互动关系的投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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